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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科技治理与生物安全治理的边界
――中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制度逻辑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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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的国家安全事务中，涉及生物安全的相关议题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结，

围绕生物安全治理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将科学技术本身作为一个复杂变量考虑进来。文章以生物安全治理为基

准点，将围绕生物安全议题的科技治理问题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个新的亟待聚焦的主题。通过

对当前生物安全议题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从制度层面探讨将科学研究纳入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整合科技

治理与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存在的限制性制度条件；同时，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将生物安

全议题相关研究融入包括生物安全治理在内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关键词    生物安全，科技治理，制度视角，科学与社会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00728001

*通讯作者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L1824048），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青年基金（Y8X1151Q01）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0年8月28日

① 新华社 . 习近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 [2020-02-14]. 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leaders/2020-02/14/c_1125575922.htm.

1 科学技术⸺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着
力点

生物安全治理对于维护公众生命健康、维系经

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着关键性作用。2019 年暴发

的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PHEIC），从而将生物安全议题纳入整个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讨论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中。

2020 年 2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要“把生物安全

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

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

力”①。当前，中国的立法机构正大力推进生物安全

相关的法制建设，逐步建立健全国家生物安全治理

体系。

但是，由于涉及生物安全的典型议题，包括防控

专题：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战略思考
Strategic Thinking on Emergency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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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与动植物疫情、生物技术的研

究、开发及应用、实验室安全、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

资源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

对微生物耐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与防御生物武器威

胁等，不仅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因素有关，同时也与

新兴生物技术出现带来的各种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

关。因此，生物安全与当代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复杂

的关系。

（1）生物安全治理需要科技体制的有效支撑。由

于涉及各种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信息科学知识，生

物安全的实现离不开具有高度专业性知识的科研人员

参与，需要科技界提供专业性建议、研发相应设备装

备，以及提供相应解决方案。故而，生物安全治理对

科学技术有着较高的依赖程度，需要来自科技体制的

有效支撑。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与科技

能力，直接决定了生物安全治理能否有效地实现其既

定目标。

（2）生物安全越来越多地受到新兴生物技术发展

的影响。当代生命科学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物

技术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整个社会面临生物

风险（biorisk）的可能。例如：抗生素的滥用，加快

了耐药细菌的出现，降低了人类应对疾病时诊疗手段

的有效性；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除了因技术不完善

导致意外事故外，基因编辑技术自身对于动物、植物

乃至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也具有潜在的威胁；其他生物

技术的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利用生物技术从

事危害社会活动的成本。总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带来了种种不可预知的后果，为生物安全治理增添了

新的、亟待解决的议题。

正是由于上述 2 个方面情况的存在，使得围绕生

物安全治理的制度设计需要将科学技术本身作为一个

复杂变量考虑进来——如何发挥当代科学技术在生物

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新兴生物技

术及其他高技术风险，如何根据生物安全治理的需要

重新审视科技治理问题……为此，本文首先分析了生

物安全相关概念的内涵，基于文献情报数据对国际生

物安全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梳理总结，然后以新冠

肺炎疫情为例，分析了当前中国生物安全研究的差距

和不足，阐述了科学技术支撑生物安全治理的制度逻

辑，最后提出了打通科技治理与生物安全治理边界的

相应改进方向。

2 科学研究支撑生物安全治理⸺基于文献
情报数据

在国际学术语境中，生物安全实际属于一个跨学

科研究领域。与中文“生物安全”对应的英文概念

有 2 个—— biosafety 和 biosecurity[1]，它们的概念有所

重叠，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其中，biosafety 更多是

指“确保研究实践，防止实验室事故对研究人员、

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公众造成感染性病原体暴露的风

险”，更针对由“偶发性事故”（accidental）所带

来的问题，如动植物与人类疫情、实验室安全等。

而 biosecurity 则更多地针对“将生物信息及生物材料

用于恶意目的行为”，更强调利用生命科学技术及其

他高科技手段，“有目的地”（deliberate）进行造成

生物风险的行为，如研发生物武器从事恐怖袭击，以

及进行生物战争等[2]。在这个意义上，生物安全则要

致力于使研究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生物知识技术和

产品的恶意利用[3]。

与生物安全的概念相对应，“生物安全治理”

（biosecurity governance）尽管更多地从 biosecurity 的

意义上出发，指“系统性地预防或阻止滥用生物

科学技术的行为”，但在具体内容上却同时囊括

了 biosafety 和 biosecurity 的含义。具体来说，它包含 2

个方面内容：① “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

即解决由“病原体”（ p a t h o g e n s）或“毒素”

（toxins）等生物因素所带来的意外或非意外性风险；

② “两用研究”（dual research），即通过研究如何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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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利用相关知识、技能和技术，进而针对性地形成

防范这种恶意利用的知识[4]。

那么，生物安全治理会对当前的科研活动提出

怎样的要求？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

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能在多大程

度上对上述生物安全治理的内容形成有效支撑。通

过检索并分析以“生物安全”（即“biosafety”或

“biosecurity”）为主题的研究成果②，可以从横向、

纵向和国别等维度，对当前国际生物安全研究的总体

情况进行把握。

（1）从横向的领域布局来看，当前生物安全相关

研究成果大致可以聚类到 5 个研究领域。基于共现图

谱，当前生物安全相关研究大致可以聚类到传染病的

检测预防与流行病学调查、传染病的治疗与微生物耐

药性、新兴疗法与生物相容性、转基因技术与食品安

全，以及外来物种与生物入侵等 5 个领域（图 1）。

从各个研究主题的规模来看，生物安全治理相关研究

基本上对 biosafety 与 biosecurity 涵盖的内容都有所涉

及。其中，传染病的检测预防与流行病学调查是生物

安全研究产出最多的领域，主要包括动物传染病、人

际传染病和人兽共患病。而植物疫情的研究相对较

少，部分相关研究涉及外来物种与生物入侵、转基因

作物与食品安全等领域。另外一个大的研究领域则与

新兴生物技术有关，涉及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

用，尤其是光热疗法、基因治疗、细胞疗法、纳米生

物材料的生物安全和相容性问题。

② 检索数据库为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合集，具体检索式为：TS=（“biosaf*”or“biosecur*”or“bio saf*”or“bio 
secur*”)。

图 1     国际期刊论文中关于生物安全的研究主题分布图谱

传染病的治疗与
微生物耐药性

新兴疗法
与生物相容性

转基因技术与
食品安全

外来物种与
生物入侵

传染病的监测预防
与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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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纵向的演进趋势来看，国际生物安全研

究的开展在 biosafety 层面与近年来出现的各类偶发性

生物安全事件同步，而在biosecurity层面上则与技术

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高度相关。从图 2 的 6 个聚类

主题的研究演进路线来看③：① 在传染病的相关研究

中，早期主要集中在禽流感的预防和诊断；近年来猪

流感、人畜共患病和新发传染病（如埃博拉病毒）的

相关研究开始增多。② 在生物材料的相关研究中，早

期关注基因治疗和免疫反应；近年来更多的关注是光

热疗法、纳米医学、药物递送中的生物相容性问题。

③ 在外来物种入侵研究领域，早期主要关注作物生

物安全和农业生物安全；近年来开始关注监视、条形

码、遥感、网络生物安全等，借助新的信息技术来防

范生物入侵的手段。④ 在转基因研究领域，早期主要

是研究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估和

防治；近年来开始关注利用基因

编辑（如CRISPR 技术）、蛋白质

组学的新兴生物技术中的生物安

全问题。

（3）从国家和地区差异来

看，各国对于生物安全研究的侧重

点有所不同。目前，生物安全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

中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但由于

各国科研环境和研究基础的差异，

以及面临不同层面上的生物安全问

题，因此在研究成果的主题上各有

侧重（图 3—5）。例如，作为研

究成果集中和突出的 3 个国家，美

国的研究更为全面和均衡，覆盖了

生物安全的主要研究领域，并在流

行病学等传统研究主题上形成了深

厚的积累[5]；澳大利亚相对隔绝的

地理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生态环

境，因而在外来生物和生物入侵研

究方面形成了独到的优势；而中国

作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兴科技力

量，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生物

材料为代表的新兴生物技术（如生

③ 与图 1 所聚类的 5 个研究主题相比，图 2 将图 1 中“传染病的检测预防与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大类分为“传染病的流行
病学调查”与“传染病的检测与预防”2 个子类别；研究结果表明这 2 个子类别的演进轨迹存在一定的差异。

图 2     国际期刊论文中关于生物安全的研究主题演进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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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相容性问题等）。

3 当前中国生物安全研究的差距与不足――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近年来，中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取

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在 2003 年“非典”疫情之后，

中国加大了对重大突发性传染性疾病的基础性研究投

入，在许多国立科研机构，如军事医学科学院、农业

部（现“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学院都设立了专

门的生物安全研究部门④，重点开展病原微生物的发

现、预警、检测和防御相关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可以

说，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完整的生物安全相关的

研究体系，能够为生物安全治理提供较为全面和基础

性的支撑。但是，与美国在图谱中形成了多个甚至连

成片的热点区域相比，中国在生物安全各领域的研究

更多地体现出“点状突破”、领域之间缺少横向联结

的特征，这也表明美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研究整体实

力更为扎实和雄厚。尤其是当面对如新发突发传染病

等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中国生物安全研究的薄

弱环节与“短板”便容易暴露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科学研究支撑生物安全治理的有效性。例如，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就反映出相关研究的一

些明显不足。

（1）领域布局不够均衡。科学有效地开展疫情

防护救治，就必须探明病毒来源和机理，这需要基础

病毒学的长期研究积累，以及病毒学与其他学科之间

的交叉研究[6]。但是长期以来，在资助和评价的导向

下，我国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往往只关注项目申

请指南中的病毒种类。因此，研究病毒的种类有很大

的局限性；同时，也难以持续深入和聚焦于某一类病

毒，缺乏长期持久的深入研究。

图 3     美国生物安全研究领域分布

图 5     中国生物安全研究领域分布

④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工程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直属的中国
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以及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
都是生物安全研究的重要阵地，在成果产出上有突出的表现。

图 4      澳大利亚生物安全研究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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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协作亟待优化。新发突发传染病等

重大生物安全危害的防控处置，存在对象、手段、

决策的多重不确定性，涉及公共卫生、基础研究、

产品研发、临床研究、装备生产等多方面的研究领

域或环节，也需要生物产业的有效支撑。目前，相

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在推动生物

安全资源有机整合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但因理

念、安全、体量、规则等多种原因，尚缺乏有效的

协调统筹机制，能力聚合、聚变的程度还受到一定

限制，针对重大生物安全事件的支撑能力难以对冲

生物安全危机[7]。

（3）基础设施亟待加强。生物安全数据中心、

生物安全实验室等科研设施是开展很多生命科学研

究的技术基础，也是保障国家生物安全的重要防线。

目前，我国通过科学技术部建设审查的生物安全三

级（P3）实验室有 81家，正式运行的生物安全四级

（P4）实验室 2 家；而美国有 12 个机构拥有 P4 实验

室，P3 实验室近 1 500 家，我国的差距和“短板”比

较明显[6]。此外，我国发现的新的病原体还只能依赖

于国外信息库进行基因和生物学特征的比对，临床医

学、基础医学及公共卫生之间数据共享机制未能有效

建立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疫情防控的科技

攻关工作。

（4）生物安全意识不够。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全面揭示出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相关从业人员生物安全

意识不够的问题。科学家处于生命科学及其应用的最

前端，是完善生物安全预警预测机制、及时有效捕

获信息的重要力量，也是风险识别、评估及防控的

关键。当前，我国尚没有针对相关从业人员在生物安

全、生物技术法律法规、伦理规范等方面成体系的教

育和培训，因而导致科学家的风险管理相对薄弱，生

物安全风险管理尚未融入生物科学思维中。解决这一

重要问题将成为我国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

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关键

任务之一[8]。

4 科技治理体系与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之间存
在多目标协同中的制度惯性与制度张力

当前，中国的生物安全研究之所以呈现出特定

的格局，表面上看是生物安全相关领域科学研究水

平及学科领域布局的问题，但其背后反映的却是生

物安全治理体系与科技治理体系是否合理；而在

治理体系的背后，又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

当代社会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等理念层面的问题

（图 6）。作为其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制度及制

度背后的作用机制便成为理解我国生物安全相关研

究格局现状的关键抓手。

由于历史、文化及体制方面的原因，每个社会

都会在特定的规则框架下形成特殊的行动偏好，或

针对特定事务的成熟的、被验证行之有效的应对办

法；同时，也会倾向于遵循惯有的方式去解决新出

现的问题[9]。组织学里将制度看作是“相对持久的、

使行为‘结构化’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特征，包括

规定、规则、程序等” [10]；同时，将“制度环境”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作为理解和解释各种社会

现象的出发点 [11,12]。按照这样的思路分析当前中国

生物安全研究背后治理机制，可以看到相关研究格

理念层面
如何看待科学技
术在生物安全等
当代社会事务中
的角色

制度层面
科技治理制度体
系如何与生物安
全治理体系更
好对接

知识生产层面
科学技术研发支
撑生物安全治理
的具体举措

图 6    理解生物安全相关研究状况的 3 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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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形成实际上同时受科技治理体系与生物安全治

理体系 2 种制度体系的影响；而当前科技治理同生

物安全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也是限制当前生

物安全研究支撑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最主要原

因。

4.1 科技治理体系为生物安全相关研究提供了制度
内驱力
新中国成立至今，科技事业一直是在国家制度体

系的框架内成长起来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政府

部门一直设有专门的职能机构，对科学技术活动进行

规范管理[13]。因此，对于中国的生物安全相关研究来

说，国家制度体系并非外在于生物安全治理的研究活

动，而是构成了一种内生性变量，并通过国家主导下

的政策调整与制度体系变革来不断影响和塑造相关研

究本身的形态特征。对于广大科研人员来说，我国的

科技制度为其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宏观环境，并

使之根据科技制度的相关要求，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

模式与行动策略。中共中央于 1985 年颁布了《关于科

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了中国科技体制

改革。加强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创新主体的制度

变革和能力建设、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

这 3 个改革的基本问题在几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一以

贯之，没有改变[14]。当前，中国生物安全研究所取得

的成就便是这种制度逻辑的产物。根据前文的分析，

相较于国际同行，中国学者的高水平学术积累主要体

现在生物相容性等生物材料安全性研究领域。而中国

学者的高水平学术积累的形成是由于同时满足了 3 个

方面的条件：① 近 20 年来国际科学的发展，对生物

材料研发产生了较强的需求；② 同时期中国科研投入

迅速增长，为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迅速填补新兴领域研

究空白提供了动力支撑；③ 近年来中国科技治理结构

不断优化，为中国科学研究寻找比较优势、实现超车

提供了可能。可以说，生物材料研究是中国广大科研

人员在现有制度环境下进行理性选择的自然结果；而

生物材料的安全性问题作为生物材料研究的重要议题

之一，也是借由现有的制度环境，包括国内的科研资

助、评价与奖励机制及国际交流与竞争机制，而获得

了持续的内驱力。

4.2 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为生物安全研究提供了战略
目标
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于 2014 年 4 月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

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部分，成为新时代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又一重大主题。随

着我国生物安全治理的规章制度体系逐步建立，生物

安全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以及生物安全

支撑体系和响应机制逐步完善，进而在制度层面，采

取国家主导的方式，成立相关研发机构、进行专项

投入，生物安全相关研究也逐渐被纳入到国家战略

之中。生物安全覆盖内容广泛：① 全球重大传染病

疫情、微生物耐药、物种灭绝等已经成为全球共同

面对的挑战。② 传统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都是对病

原微生物的恶意利用；其中，生物武器运用属于国

家行为，已经纳入国际《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管控

范围，而生物恐怖则属于全人类共同谴责的行为，

亟待加强全球治理。③ 对遗传资源流失和剽窃，宜

强调利益惠享、信息透明。④ 实验室生物安全伴随

生物科技开发，宜强调预防原则、行业规范、职业

安全和风险制度。⑤ 对生物技术谬用，需突出伦理

规范和科学精神、划清法律底线。⑥ 商业化的转基

因，由于缺乏系统、严格的安全性科学研究基础，

又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开发，涉及众多市场主

体及其利益主张，规制政策的系统化、精细化是趋

势[15]。不同类型的生物安全形态涉及多元化主体，

采取的立场、管理的原则和方式截然不同，呈现出

一种多元化的混合的形态。因此，如何将整体的生

物安全国家战略落实为具体的系统研究目标，依然

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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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体系之间的制度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科学

技术支撑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能力提升
中国生物安全研究的现有格局反映出，在中国的

科技治理体系与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某种程

度的脱节现象。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科技治理

与国家安全治理一直分属不同的系统。因此，治理体

系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治理方式与目标，其各自依托的

机构也有不同的组织职能，形成了不同的行为逻辑

及制度惯性。在 2 个体系之间的制度张力下，聚集起

共同应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合力尚面临很多障碍。具体

来说，生物安全研究一方面同时受到科技治理与国家

安全治理 2 种制度逻辑的影响；另一方面，无论是科

技治理还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在面对生物安全议题

时，都存在着制度的适切性问题。

站在科技治理的角度来看，生物安全研究的开

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现有科技治理体系对

于生物安全问题的定位和认知；而在基础科学研究体

系中，生物安全的相关研究往往具有临时性特征、缺

少系统性视角。生物安全研究的演化历程也表明，中

国当下对于生物安全研究的理解是从解决实际问题的

角度出发层层累积和叠加的结果，并非基于一种成熟

的逻辑认知体系。因此，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也较难

形成长期关注生物安全研究议题的持续动力。

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当面临现实中切实存在的

生物安全风险时，被整合到整个国家治理应急动员

体系之中的生物安全研究，其所需要的科研支撑能

力和要求也要远远超出生物安全的传统研究范围，

需要以“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跨学科”

（interdisciplinary）的视角来重新看待。例如，在面对

重大突发性传染病等生物安全问题时，国家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所需要的科研支撑能力便不能仅仅局限

于传染病致病原因的研究，而应涉及从传染病防治到

与之相关的医疗设备研发、生命维持系统跟进、新型

材料的更迭，甚至包括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如科学

传播、社会动员机制优化等）。而这些在传统意义上

与生物安全并无直接关系的研究议题，在特定的背景

下便需要被系统纳入生物安全研究范畴中。

5 结论与启示：打通科技治理与生物安全治
理的边界

在人类历史进入科技高度昌明的当代，科学技术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16]。随着大科学时

代的到来，科学资助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科学活动

所占据的社会财富和公共资源也大幅攀升，这使得当

代科技事业不再仅仅属于科学家群体的内部事务，同

时也具有了明确的公共属性。科学在寻求其更好发展

的过程中，需要将回应重大社会关切内化于其治理

原则之中。而生物安全作为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

治理议题之一，既需要也能够得到来自中国科技界的

强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6]认为，“要为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提供有力的科技支

撑”“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国家生物安全科

技攻关体系的中坚作用”。面对科学研究能够且需要

深入参与的重要社会议题，只有进一步打通科技治理

与生物安全治理的边界、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

二者的互容互通，才能一方面更为高效和合理地应对

各种潜在的生物安全危机；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科技

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

（1）在理念层面。要进一步思考当代科学技术

同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和共同演化的关系，将服务社会

建设与公众福祉作为思考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广大科技工作者来说，也需要将

相关意识内化到当代科学技术职业的责任伦理中[17]。

具体到生物安全治理层面，须明确积极参与生物安全

治理对于中国科学技术事业本身的重要意义，将生

物安全研究作为相关领域科研工作者的内生性职业需

求，在科学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开展生物安全教育，

提升科技界的生物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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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知识层面。要以生物安全所涉各项议题

为线索，系统总结与生物安全相关的基础科学问题；

同时，以生物安全体系建设为目标，全流程重新梳理

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布局体系，进一步明确与生物安

全有关的科学研究的定位和作用，打通知识生产与应

用的全链条和各个环节，以下游——即生物安全相关

知识的具体应用——为基准，对上游的科学研发与知

识生产环节进行重新梳理与整合，明确研究重点与优

先领域。此外，根据生物安全治理的需要，进一步拓

展生物安全研究的边界，将诸如生物信息技术等新兴

交叉领域纳入生物安全的研究范畴中，以进一步优化

相关领域布局与学科体系。

（3）在制度层面。要进一步探索融合生物安全

治理体系与科技治理体系的方式。一方面，以国家战

略目标为牵引，加快整合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

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科研体系，布局一

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若干跨学科、大协作、高

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7]；探索改革突发性生物安

全事件中“遇到问题—科学研发—解决问题”的传统

科学研究路径，鼓励前瞻式研究和态势预判。另一方

面，加大生物经济的支持力度，带动社会资本加大投

入，提升生物产业对生物安全治理的支撑作用，建立

和完善国家主导、社会支持、企业广泛参与的生物安

全发展格局。

（4）在科技伦理层面。要对科学技术本身可能

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保持警惕，并且以制度建设的方

式，把科学技术带来的 biosecurity 风险降至最低。尽

管科学技术在参与生物安全治理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

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为解决生物安全问题所开

展的一些“两用研究”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生物安全隐

患。例如，在研制疫苗的过程中，对病毒进行扩增、

改造，可能无意中制造出具备强毒性的新型威胁因

子；而为应对生物安全风险而开发生物信息技术，又

可能会造成生物数据安全的问题。在一个科学技术与

社会日益交融的时代里，如何寻找科学技术正确的打

开方式，实际上需要整个中国的科学共同体以高度的

集体智慧与责任感，通过制度建设来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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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biosecurity related iss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sign of bio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lso needs to consid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complex variable. This study takes the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ound biosecurity issues as a new subject to be 

focused 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bio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By review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biosecurity issues, 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that coul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bio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discussed. Meanwhile, the policy initiatives that could further incorporate scientific research into the bio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entir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re also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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